
明清福建沿海农田水利制度与乡族组织

郑 振 满

历史上的农田水利制度
,

不仅反映了农业生产力的发展状况
,

而且反映了农业生产过程

的社会组织形式
,

应 当成为社会经济史研究的重要课题
。

本文考察明清福建沿海的农田水利

制度
,

誉在探讨与此相关的农村社会组织
。

不妥之处
,

敬请批评指正
。

一
、

农田水利事业的组织形式

福建沿海农田水利事业的组织形式
,

大致上可以分为
“
官办

”
和

“ 民办
”
两种类型

。

在

沿海各地
,

由于 自然条件有较大的差异
,

农田水利工程的规模不尽相同
,

其组织形式也各具

特色
。

明清时代
,

福建大陆沿海设有十九县二厅
,

分属于福州
、

兴化
、

泉州
、

漳州 及 福 宁 五

府
。

其地
“
负山滨海

” 、 “ 山海交错
” ,

农田水利状况相当复杂
。

万历 《 漳州府志 》 记云
:

漳州之田
,

其等有五
:

一日洋田
,

平旷沃衍
,

水泉满蒲 , 先得水者为上
,

用人力致者次之
。

一 日

山田
,

依山靠崖
,

地多疮薄 , 有水田者
,

其等亦中
,

无水 田 者为下
。

又坑垄之田
,

不忧早而忧水
,

其

等下上
。

一 日州田
,

填筑而成
,

地多肥美
,

然时有崩溃之 患 , 得淡水者
,

其田上中
,

近海滩者中中
·

一 日津田
,

筑堤障潮
,

内引淡水以资灌溉
,

然时有修筑 之 费 , 且天时久早
,

内亦碱卤
,

其田中中
。

一

日海田
,

其地滨海碱卤
,

内无泉水
,

外无淡潮 , 雨肠时若则所收亦多
,

旬月不雨则弥望皆赤
,

其 田 为

下①
。

沿海其他各府的农田水利状况
,

亦大致相同
。

一般地说
,

在沿海的山区和平原
,

农田水利状

况各不相同
,

有必要略作分述
。

福建沿海有四大平原
,

即漳厦
、

福州
、

莆仙及泉州平原
,

分别位于九龙江
,

闽江
、

木兰

溪及晋江的入海口
。

在上述平原地区
,

有些规模巨大的农田水利枢纽
,

其兴废足 以 影 响 全

局
,

一般历代均由官府组织兴修和管理
。

其中最著者
,

如福州的西湖
、

连江的东湖
、

长乐的

滨阎湖
、

福清的元符破
、

莆田 的木兰破和延寿破
、

晋江的六里破和清洋破
、

南安的万石破
、

悔橙的广济破
、

龙溪的新渠和官港
、

漳浦的双溪坝
、

霞浦的欧公河
、

宁德的东湖
,

等等
,

受

益面积都不下数万亩乃至数十万亩
,

在当地的农田水利事业中据有举足轻重的地位
。

此类大

型的农田水利设施
,

往往同时具有蓄水
、

灌溉
、

排涝
、

捍潮等各种功能
,

因而
, “
其制甚精

,

其利

甚溥
,

而其工亦甚银
” ② ,

事实上很难由民间自行组织兴修和管理
。

明清时代
,

这些
“

官办
”

的农田水利事业
,

经历了较为复杂的演变过程
,

容后详述
。

河 口平原的农田水利
,

除了
,.
官办

” 的之外
,

又有
“ 民办

” 的形式
。

不过
,

河 口平原的

“ 民办” 水利
,

往往犬牙交错
,
层层相因

,

很难自成体系
。

例如
,

莆 田平原的农 田 水 利 系

统
,

宋元时期历经官修
,

规制颇详 ; 延及明代
, “

海民又于堤外海地开为棣 田
,

渐开渐广
,

有一块
、

二棣
、

三像之名… …
。

为棣愈多
,

其地愈下
,
沮如斥卤

,

利饮清泉
。

故为浓田者
,

①卷 B , 《 赋役志 》
。

② (清 )孙尔准
: 《 修复水利增筑石堤工竣复奏描稿 》 ,

引自道 光 《 福建 通

志 》 卷 34
, 《 水利志

·

莆田县 》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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或大决官沟
,

开集以达
, 或深凭沟底

,

为涵以道
。

仰吞沟水
,

拍满汪洋
,

则于外堤 私立 陡
门

,

多设涵窦以注于海
” 。

①这种由
“
海民

” 私设的棣 田水利
,

由于缺乏独立的水源
,

只能

依附于
“
官办

”
的水利系统

,

从而也就势必受钊于官府
。

在河 口平原的各种
“ 民办

”
水利之

间
,

同样存在着相互依存的关系
。

嘉庆 《 惠安县志 》 记载
:

曾坊康
,

北为石埃康
,

西为下江雄
,

东为崇福雄
,

共田亩二千有奇
。

源 出大帽东趁
,

由承天洋
、

法石滚
、

后尾港入浦尾涵
,
经下江滚以注于本滚

。

先是
,

法 石 人拥塞上流
,

邑令叶公春及勒石疏通
,

因赖不荒
。

国初迁界
,

棣为海港
。

康熙三十五年
,

僧性慧筑其半
,

为内棣
,

长广各一里 许
,

田 百 余

亩
。

叶
、

郑二姓又筑其半
,

为外棣
,

长一里
、

广二里许
,

田四百余亩
。

黄姓筑崇福未成
,
下 江尚属海

汾
,

故法石水不得灌田
,

民多患焉
。

②
「 ,

一 仗葱三

上述诸球
,

由于共用同一水源
,

实际上属于同一水利系统
,

彼此之间既相对独立
,

又相互依

存
,

因而难免出现种种矛盾
。

值得注意的是
,

这种
“ 民办

” 的农 田水利事业
,

不仅需要封建

政权的助力
,

而且往往要由少数德高望重的僧侣或乡绅出面主持
,

才能有效地组织兴修和管

理
。

明人何乔远的 《 重筑海丰津记 》 云 .

同安县仁德里
,

有光孝旧寺
,

僧田焉
。

其所资灌溉之水日芸溪
。

嘉靖中
,

溪水横决
,

溢为烟莽
。

寺

僧戒静
,

以请当事
,

募有田其中者
,

捐资鸡工而为之
。

阅三年始成
,

计费千金
。

于是十分其田
,

以一分

给僧 , 又分其九分为十
,

二以僧
,

与诸家 任赋 事
。

岁久复崩
,

屡筑屡坏
,

讫无成功
。

膳卿虚 台蔡 公

( 献臣 ) 悯然日
:

,.t ” … 海丰之上
,

日 朱棣 , 朱球决则患下 贻 于海丰
。

不筑朱棣
,

海丰不 田也 1
”

乃

召有田之家而语之
。

区田为三等
: 日沙压田 , 日奔流田 ; 日漫涨田

。

此三田者
,

皆非堤不可
。

沙压田 出

资最重
,

漫涨次之
,

奔流最轻
。

总之下种以斗计
,

以金五
,

环而止
。

于是众皆如约
。 ·

” …于是朱漆之

田
,

岁以有收 , 海丰之田
,
一保无事

。

农人
、

业户
,

相与颂公德于无穷③
。

此外
,

福建沿海有不少缺水的小块平原
,

如长乐县
, “ 山浅而泉微

,

故漪防甚 多
,

大 者为

湖
,

次为欧
,

为圳 , 捍海而成者为塘
,

次为堰
, ,

毋虑百五十余所
” 。

④ 在这里
,

农田水利系

统的规模较小而又相对分散
,

一般均由民间 自行组织兴修和管理
。

明人吴以谦的 《 疏捍刘甫

洋序 》 记云
:

吾邑刘甫洋者
,

前人刘甫业也
。

甫厚资
,

善疆理
,

见边海平芜
,

一区数百亩
,

请输而 田焉
。

环筑以防

海潮
,

疏渠以通利济
,

其限乎灌溉也
。

浚碱岭源而河之
,

逸通五十里而注田
。 ·

一后 田悉归我方
、

吴

二室
。

方曾大父与吾曾大父
,

世姻也
。

相与谓
: “

是土瘩而赋重
,

所赖免早潦之虞者
,

疏捍之功耳
。

力

虽出自耕
,

可无督乎?
”

乃立族之资能者一人董其事
,

俗称之防总云
,

十年一更
,

责成功 也
。

方二而

吴一
,

以田之多寡也
。

设佃甲之役
,

日涵头
、

水卒者八人
,

人有枚司
,

捐田 以赡
,

多寡 如年也
。

垂四

百余年④
。

象刘甫洋这种远离水源的沿海平原
,

水利事业历来是由乡族组织 自负其责
,

不需要任何外来

的助力
,

这可以说是典型的
“ 民办

”
形式

。

在沿海山区
,

农田水利设施主要用于灌溉
,

只有少数坑垄田才需要排涝
。

因而
,

山区的

农田水利事业较为简单
, 一 般是以破

、

坝
、

堰之类的蓄水设施为主
,

附设若干沟
、

渠
、

圳之

类的引水设施
,

即可自成体系
。

道光 《 福建通志 》 记云
:

仙游居万山之中
,

农所资者
,

惟取涧泉
、

岩渭以为灌溉
。

遇高则堰之
,

堰者
,

塞 水以上田也
。

遇低

则欧之 , 酸者
,

障水以入田也
。

每春三月
,

则封港满水以备早干 , 冬十月
,

则开港放水以通舟揖
。

官有

① (明 )朱制
. 《 与吴太守论南洋水利书 》

,

引 自道光 《 福建通志 》 卷 34
,

《 水利志
.

莆 田县 》
。

②卷 5
, 《 田土水利 》

。

③引自道光 《 福建通志 》 卷 35
, 《 水利志

·

同安县 》
。

④道光 《 福建通

志 》 卷33
, 《 水利志

.

长乐县 》
。

⑧引自民国 6年 《 陇海吴氏族谱 》 卷`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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禁令
,

民有乡约 , 自古及今
,

率循是道
。

其规制与莆田木兰
、

延寿等破不同
。

①

这种以蓄水灌溉为主的农田水利系统
,

其特点是沿溪截流
,

因势利导
,

工程不大而又易于管

理
。

如诏安县
, “

溪阪大者
,

灌田可千余亩
,

至小者亦不下数百亩
。

然 山谷所汲 只 溪 湍 涧

流
,

纵不修筑
,

不大利亦不大害
” ②

。

因此
,

山区的农 田水利事业
,

一般是由民 间 自行 办

理
,

官府则分别立案稽查
,

并课以赋税
。

清康熙年间
,

仙游县文贤里的 《 山浮坝志 》 记载
:

田地倚山附溪
,

高下不一
,

古蒙邑宰劝民设置坝圳
,

蓄水以备亢早
,

载在县志可考
。

凡 坝 年 需

务
,

照受水田亩匀纳
。

历任县爷甫花车
,

即行票作兴水利
,

令坝长监修
,

亦照受水田亩估工匀出
。

又设

立坝规
,

如修整塞塞并被水冲决
,

立约甚明
,

相传已久
。

凡有受水坝户
,

皆世守不失
。

纵豪强莫分
,

富

喇莫占③
。

上述这种
“
受水坝户

” ,

共同承担兴修及管理水坝之责
,

形成了一种相当严密的农村社会组

织
。

据记载
,

山得 坝由文贤里
“
通乡公砌

” ,

其
“
坝户

”
共有十三姓 三十 三 人

。

这 些
“ 坝

户
” ,

不 同于一般的编户齐民
,

而是
“
因坝立户

” 、 “
因田编列

”
而成

,

亦即
: “

约以三十

五亩为一户
,

照户均田
,

照田修坝
” ④

。

此外
,

文贤里另有
“ 飞桥坝

”
及

“
外坂坝

” ,

是由当

地的刘氏宗族修建的
,

其有关权益则由刘氏族人分享
,

外人一律不得问津⑥
。

在少数水源不足的山谷丘陵地带
,
由于需要沟通其他水系

,

也可能形成较为复杂的农 田

水利系统
。

明代南安乡绅黄河清的 《 筑永利圳记 》 云 : “
去县治二十里许

,

有山日杨梅
,

势

特耸秀
。

山之麓平畴绵亘
,

可百顷余
,

… … 山之泉溉 田不能十之三
。 ”

明正德年间
,

开始修

建长达数公里的永利圳
, “

自董湖沂于芦口
,

以达于郑山 ; 又自郑山以达于刘塘
、

达泊港
、

达涧埋
。

辟障以钻
,

堤汉 以石
,

障湖以树
,

御沙以栅
,

续断流以槽
。

由是溪与圳会
,

圳与水

会
,

水与泉会
。

… … 以步计四万
,

丈计一万 ; 雇工二万有二千
,

俏工亦万有二千
。

发得稳可万

钟有奇
” 。

这一引水工程规模宏大而又相当复杂
,

在当时的山区是很少见的
,

但也仍是采取
“ 民办

” 的形式
。

据记载
: “

适河清自官归
,

乃白于太守石崖葛公
,

令奢民董若役
,

众大和

会
。

筹田 出粟
,

筹丁出力
,

按粟出直
,

鸿工事上
,

更番以助之
” ⑥ 。

可见
,

这一工程的发起人

和组织者
,

都是当地的乡绅和
“
音民

” ,

而官府在其中的作用
,

只是使之更具有合法性
。

农田水利事业的组织形式
,

不仅取决于自然条件
,

而且受到了社会权力体系的制约
。

因

而
,

在不 同的历史时期
,

同类的农田水利事业可能采取不同的组织形式
,

而这又必然反映着

农村社会结构的变迁
。

二
、

由 “
官办

”
向

“ 民办
” 的转变

明清福建沿海
“
官办

”
的水利事业

,

大多陆续改为
“ 民办

” 。

这一转变过程
,

可以分别

从兴修和管理两方面来考察
。

由官修向民修的转变
,

早在明初 已见端倪
。

海澄县的广济破
, “
宋郡守傅塞所筑

,

… …

溉田千余顷
,

岁久颓纪
。

明景泰五年
,

知府谢赛命邑民苏日跻修筑
,

寻复为洪水所坏
。

成化

十七年
,

知府姜谅令邑人运判苏殷及大使何金重修
” ⑦

。

在这里
,

官府已把兴修 水 利 的 职

责
,

移交给当地的豪绅阶层
。

更为重要的是
,

自明代以降
,

地方官府并无用于兴修水利的专

款 , 因而
,

即使是由官吏出面组织兴修水利
,

一般也只能取资于 民
。

明中叶以前
,

地方官府

筹集兴修水利的经费
,

主要是以赋役的形式直接摊派
。

例如
:

明天顺二年
,

南安知县为修复

①卷 3 4
, 《 水利志

·

仙游县 》
。

②道光 《福建通志 》 卷 36
, 《 水利志

·

诏安县 》
。

③⑤康
熙 25 年 《 山得坝志

·

坝长林加序辩揭 》
。

④同上
, 《 山得坝序 》

。 、
⑥以上弓r自乾隆 《 泉州府志 》

卷 9
, 《 水利

·

南安县 》
。

⑦道光 《 福建通志 》 卷 36
, 《 水利志

·

海澄县 》
。



方石破
, “

率省老至破所
,

度其浅深广狭
,

计诸家田亩之多寡
,

量出人力以修筑
” ① ; 明宏

治年间
,

晋江县六里破的上沟斗门被洪水冲倒
, “

府县委官起集丁夫千余人
,

费银千余两
,

… …农夫困甚
” ②

。

这种
“ 以民之财而成民之事

”
的组织形式

,

实际上 已具有
“ 民办

”
的性

质
。

明正德年间
,

漳州知府委官至海澄县兴修水利
, “

告之日
: `

汝可督吾民以成吾事
’ 。

公自籍其数日
,

计其章程
,

坐于公堂之上而遥制焉
” ③

。

准此
,

似可称之为
“
官督民办

” 的

形式
。

明中叶以后
,

由于赋役制度的改革
,

官府不能直接征派赋役以兴修水利
,

只能以倡导

的方式
“
计亩劝资

” ④
。

明嘉靖十五年
,

泉州知府为修复留公破
, “

发公币赎金以倡
,

合谋

于二府尹良斋公
,

令良民王汝云董其役
,

鸿工皮费
,

民忘其劳
” ⑥

。

清代闽县修建白石
、

斗

米二石阻
,

知县龚廷厄与
“
诸父老

”
议

: “ 主出资
,

佃出力 ; 民力之所不及
,

长吏措助之 ;

长吏之所不及
,

上官措助之
” 。

二堤告成
,

又立约云
: “

尔民合于农隙时
,

家 出 一 丁
,

亩

出一工
,

时加培植
,

以不至溃决乎
” ⑥ ! 这种以民力为主

,

而又由官府
“
倡率

”
或

“
措助

”

的做法
,

或可称之为
“ 民办官助

,

的形式
。

应 当指出
,

由官府倡修水利的形式
,

并不总是行

之有效的
,

从而也就势必导致某些官办水利事业的废弛
。

清乾隆年 hIJ
,

福宁知府李拔令宁德

知县
“
募民兴修

” 东湖
,

而 “ 一时未有应者
” ,

以致
“
议遂寝

” ⑦
。

此外
,

这些 由官 府 倡

修的水利工程
,

实际上仍是由民间自行组织的
。

例如
,

莆田 县南洋理 口陡
, “

雍正十三年
,

知府吴本洁伤居民一百四十家
,

自筑土堤
, … … 其石堤官为捐砌

” , 北洋坑 口堤
, “

乾隆二

十年
,

知府宫兆麟
、

知县汪大经
,

令业佃出资修筑
” ⑧

。

上述二堤
,

是木兰破水利系统的有

机组成部份 , 在这里
,

官府采用类似于
“ 田头:

制
” 的做法

,

使官修完全转化为民修了
。

在明

清福建沿海的地方文献中
,

虽有不少
“
官修

”
水利的记载

,

其实却不外是采取
“
官督民办

”

或
“ 民办官助

” 的组织形式
。

笔者认为
,

这都是由官修向民修转变的过渡形式
,

其发展趋势

是官修逐步为民修所取代
。

明中叶前后
,

官办水利的管理方式也 出现 了显著变化
。

此前
,

福建沿海官办 的 水 利 事

业
,

一般都有专人负责管理
。

明人陈深在 《 与王石 冈侍御论六里欧水利书 》 中说
: “

酸在本

县为水利之最大者
, … …官之征科放系

。

旧设破首一名
,

择本都有恒产恒心兼有才干
、

人所

推服者为之
,

一任三年
,

不免差役 ; 欧夫 四十二名
,

多是下户寡丁
,

一役二年
,

甚为劳苦
,

例该年均摇内编排
。

其他小破塘
,

不得比例
” ⑨

。

可见
,

这种官办水利的日常管理
,

主要是

以派役的方式来维持
。

然而
,

由于摇役逐渐地变为银差
,

而官府又往往克扣代役银
,

遂使这

种管理方式难以继续维持下去
。

明嘉靖年间
,

晋江乡绅王慎中的 《 龟湖颂德碑 》 记云
: “

守

破之夫虽具
,

而官弗予直
,

故守者常怠而废事
” L少

。

在此情况下
,

官府只好把经营之责移交

给乡族组织
,

而又为之立法以示约束
。

晋江纂
: 的龟湖塘

,

宋时蔡襄曾立有 《 塘规 》 ; 明嘉靖

时
,

知府童汉臣令
“
林

、

黄
、

苏
、

郑四姓营修陡岸
” ,

又
“
增设塘规二十九条

” ; 至清康熙

时
,

知县李元琳亦
“
刻塘规

,

稗掌肢者世守
” 。

⑧ 实际上
,

官办水利既然交由乡族组织管理
,

① (明 )洪显
: 《 筑肚记 》

,

引自乾隆 《 泉州府志 》 卷 9
,

《 水利
·

南安县 》
。

② (明 )陈深
: 《论六里

破水利书 》
,

引自乾隆 《 晋江县志 》 卷 16
, 《 词翰 》

。

③历万 《 潭州府志 》 卷 30
,

《 海澄县
.

文翰志 》

引 《 新修陈公破记 》
。

④
、

( 明 ) 顾拍
: 《 邱侯破记 》 ,

引 自嘉庆 《 惠安县志 》 卷 32
,

《 艺 文 志 》
。

⑤ ( 明 ) 顾泊
: 《 修留公破记 》

,

引自乾隆 《 泉州府志 》 卷 9
,

《 水利
。

晋江县 》
。

⑥ ( 清 ) 龚廷肠
:

《 双堤记 》 ,

引 自道光 《 福建通志 》 卷 33
,

《 水利志
.

闽县 》
。

⑧道光 《 福建通志 》 卷 37
,

《 水利志
·

宁德县》
。

⑦民国 《福建通纪 》 之六
, 《 福建水利志

·

莆田 》
。

⑨L引自乾隆 《 晋江县志 》 卷

16
,

《 词翰 》
。

@ 乾隆 《 泉州府志 》 卷 9
,

《 水利志
·

晋江县 》
。



,
也抚很难听命于官府

,

有关立法往往成为其文
。

明万历三十年
,

莆田县兴福里发 生 水 利 纠

纷
,

知县判云
: “

此地原有东山陡门及水则
,

设有锁钥
,
公正收管

,

水有余则呈官量放
, 又

有慈圣门口球木涵
、

万安石埠壕大木涵
。

今邹
、

曾
、

徐三姓种蛙海外
,

非得淡 水 不 肥
,

陡

门
、

水则任其私流
,

且处处是涵
,

大雨顷刻即涸
。

三姓富有
,

百姓病央 l ” ① 可见
,

官办水

利一旦交由乡族组织管理
,

则无异于豪强百姓的私产
。

官办水利改由民间管理的另一契机
,

是地方豪强以
“
受税

”
为名

,

把此类资源 占为己有
。

晋江县的龙湖
,

,’I 日系官湖
,

明初始征渔税
,

… …后势家掩为己业
” 。

清雍正八年
, “ 总督

刘世明檄巡道朱叔权定湖归官
,

布政使潘体丰议
,

课米为数无多
,

留之仍启争端
,

请一概镯

免
,

稗小民永享其利
” ② 。

福州西湖
,

明代
“
为豪右所据

,
·
`

·

…诡名受税
,

奄而有之 , 启闭

不时
,

蓄泄失度
” .

万历四十年
,

按察副使李思诚
“
始立议以湖归官

,

以湖 利 归 民
” ,

其

《 建湖闸
、

豁湖粮记 》 云
: “

予趣县犊行之
,

议改里排轮佃 ; 夫里排
,

豪强之隐名也
。

议增

税给业 ; 夫增税
,

侵渔之诡计也
。

予决意力破浮说
,

悉斓夙弊
。

修南北二闸
,

置钥下镍
,

令

环湖而田者数百家为 甲
,

鳞次司禁
。

太溢则启而泄之
,

稍平则闭而蓄之
。

碎遇水早
,

庶其有

济乎 ?
” 。

在
“

诡名受税
”

的情况下
,

固然使官湖变成了私湖
,

而
“
豁湖粮

”
及

“ 以湖利归民
” ,

也只是收回了所有权
,

其管理权却仍然操之于民
。

这就表明
,

官办水利改由民间管理
,

已经

成为不可逆转的发展趋势
。

前人论及明清官办水利之弊
,

往往归因于地方官吏的腐败无能
。

其实
,

官吏的腐败
,

并非

明清时代特有的现象
,

故不能以此说明官办水利由盛及衰的转变趋势
。

笔者认为
,

明清时代的

官办水利之所以日趋衰落
,

关键在于地方官府缺乏财权
。

宋代
,

虽然地方官吏的财权也很有

限
,

但用于兴修水利 的财力却是颇为充裕的
。

刘克庄的 《 新修三步泄记 》 云
: “

判官赵汝获奉

橄修废
,

… …竹
、

木
、

草皆依市估
,

夫皆支徽
,

直钱皆出郡币
,

而 民不知事一毫
、

钱一孔
” 。

其 《 曾公破记 》 亦云
: “

钱出于公家者百五十万
,

俄夫六千
,

不 以烦民
” ⑧

。

同时
,

又有用于

官办水利的官田
。

如
:
宋淳化间

,

连江县修东湖之后
, “

又置田园
,

立斗门户主其出纳
,

以

备修葺
” ④ ; 宋嘉佑间

,

兴化军筑太平破后
,

又设破田
, “
为破之修防计

。

掌破事破首一
、

玻干 一
、

甲头二
、

长工二
,

各有食田
” 。 ⑤ 明清时代则与此不 同

,

地方官府不仅没有兴修水利

的经费
,

一般也没有用于官办水利的官田
。

明代
,

福建沿海有些规模较大的水利工程
,

尚可

奏请拨款修建
,

而清代则未有此举
。

诏安县北溪上游一带的河防
, “ 一不戒则崩漂随之

,

穷

乡小民力不能济
” ,

为此
, “

明初往往有疏请浚筑者
” ,

然而
, “

近代官告曦而民益贫
,

澎

涛崩沙
,

瞬息不测
” 。

⑧清道光初年
,

总督孙尔准倡修木兰阪水利系统
,

据估计
“
约需 ( 白银 )

十余万两
” ,

而封建官府竟无专款支用
。

因而
,
孙尔准除了亲率僚属

“
捐廉倡始

”
之外

,

又

悬赏募捐
, “
察请奏明

,

将各绅士捐数最多者
,

侯工竣之 日
,

照例分别奖赏
,

以期踊跃
” ;

同时还规定
: “

其运石
、

挖沙
、

开渠
、

浚沟所用人夫
,

即于该处田畴享其水利 者
,

按 田 派

夫
” ⑦ 。

既然官府倡修水利只能取资于民
,

那么
, “

官办
”
的水利事业也就势必向

“ 民办
”

转变了
。

①陈池养
: 《 莆阳水利志 》 卷 2

,

引 《 县志 》
。

②道光 《福建通志 》卷 35
,

③以上均见于道光 《 福建通志 》 卷 34
, 《 水利志

·

莆田县 》
。

④同上卷 33
,

《 水利志 r 晋江县 》
。

《 水利志
.

连江县 》
。

⑤ 《 莆阳水利志 》 卷 3
。

⑥民国 《 绍安县志 》 卷 4
, 《 建里

·

水利 》 引
“
前志论

” 。

⑦孙尔准
: 《修

复莆田县水利奏稿 》 ,

引自道光 《 福建通志 》 卷 34 《水利志
·

莆田县 》
。



在某种意义上说
,

由
“
官办

”
向

“
民办

”
的转变

,

反映了乡族组织与乡绅势力的发展
.

这是 因为
,

如果民间尚未形成足以取代地方官府的权威
,

由
“
官办

”
向

“ 民办
” 的转变就不

可能完全实现
。

明代宁德县的东湖水利失修
,

乡绅除琅曾建议由民间自行修复
,

其 《 东湖议 》

云
: “

姑以为之规模
,

大略言之
,

… … 总计用银七千余两
,

可成腆 田三千余石 , 更斜头尖角

不成片断者
,

尚几百余石
,

抽作公田 以备公用
。

其中鱼虾莲英之利
,

不可胜计
。

纠合同事人

三百分
,

不拘在县在村
,

或一人而居一分
,

或一人而居三
、

五分
,

听其力量
。

每分只出银二

十五两
,

即分得腆田七石有奇
。

出力少而成功多者
,

未有瑜此 ! ” ① 这一设想提出之后
,

始

终未能付诸实施
,

这也许只能说明
:

当时宁德县的乡绅尚不足以肩此重任
。

与此相反
,

明末

漳浦县的双溪坝水利失修
, “

都人士咸请于方伯黄先生 ( 道周 ) 日
: `
… …此事非先生不任

。 ’ ”

于是
,

黄道周
“
遂诣其地

,

相度形势
,

斟酌尽善
,

洁朝举事
。 ”

工竣之后
,

又
“ 置香炉棣义

田二十六石
,

岁收租五百石
,

以备不时修筑之费
” ②

。

由此可见
,

在由
“
官办

”
向

“ 民办
”
的

转变过程中
,

类似于黄道周的领袖人物已应运而生
,

而这又势必伴随着农村社会结构的变迁
。

三
、

从族规乡约看农田水利制度

族规和乡约
,

是乡族组织的
“
成文法

” 。

因而
,

乡族内部的农田水利制度
,

一旦形成族

规和乡约
,

遂具有法律的效力
。

由宗族组织举办的农田水利事业
,

其兴修与管理均 由族人负责
,

其有关权益亦由族人分

享
。

一般地说
,

与此相关的各项费用
,

主要由族内的土地所有者分摊
。

清嘉庆二十一年
,

漳

州某族立碑云
:

莲池之灌稻田
,

林木之荫坟墓
,

由来久矣
。

思厥先祖费功程
,

尽心力
,

几经开凿
、

培植
,

以有池
、

林也
,

固欲昭厥孙漠使无变更耳
。

后之子孙贤愚不一
,

闻有私筑莲池
,

砍研林木
,

为害不少
,

良可 悼

也
。

兹各房子孙分议开剥
、

严禁
,

以无废前人功
。

其已筑成田者
,

议坐税以为祭费
。

开剥工资
,

就周围

田亩食水多寡
,

分为上
、

中
、

下登记
。

立石示禁
。

上 田一斗
,

出钱捌百伍拾文 ,

中田一斗
,

出钱伍百文 ;

下 田一斗
,

出钱叁百伍拾文
。

如填筑莲池
,

研伐林木
,

及锄削后岸
,

公议罚戏一台⑧
。

有些宗族组织举办的水利事业
,

其受益者如不限于族人
,

亦可借维修之名
,

向所有的受

水田亩征收水租
。

例如
,

晋江县的永丰棣
, “

明永乐初
,

黄南亭捐金六千两
,

田 四十余石
,

环堤创筑
,

其子孙世守
,

历代修坏
。

凡壕内田租
,

每石年出粟二升
,

为破夫工食 及 闸 板 修

费
。

有修筑棣碑勒大路旁
” 。

仙游县枫亭薛氏族人
, “

捐资为后洋水利
,

溉田千余亩
,

人受

其德
,

而族中亦岁收坝长谷之利
” ④

。

在此情况下
,

往往导致宗族组织对于水利 资 源 的垄

断
。

枫亭 《 薛氏族谱 》 记载
:

全安庄富僧有漆田在北庄
,

观后洋水利可 以溉 田
,

规图不遂
,

即庙石匠先期预办石料
,

一夜筑成水

圳
,

直通伊康田
。

伏吾公奋身纠众毁拆
。

僧恃富推控
,

两司结案斥逐
,

只许一僧一徒守寺
。 ·

一近来棣

田被泉州陈三府管过
,

他亦有央托
,

愿出银五十两
,

与我家借名于乞分余水者
。

此最利害事
,

后若有贪

厚利而不顾者
,

便是祖宗之罪人⑥
。

①引自道光

出处同上卷 36
,

《 福建通志 》 卷 37
,

《 水利志
·

宁德县 》
。

② ( 明 ) 陈汝咸
.

《 水利志
.

漳浦县 》
。

③此碑文由陈支平同志提供
,

谨此致谢
。

《 重修双溪坝记 》 ,

④乾隆 《 泉州府

志 》 卷 9
,

《水利
·

晋江县 》
。

⑥乾隆28 年 《 薛氏族谱 》
,

写本一册
。



在宗族势力不足以垄断水源的地区
,

水利事业由当地居民共同举办
。

这种以地缘联系为

基础的组织形式
,

其成员可能是若干村庄
、

若千宗族或若干个人
,
而就其组织原则而言

,

一

般都具有合股经营的特征
。

前 已述及
,

仙游县山得坝的
“
坝户

” ,

由十三姓三十三人组成
。

这

些
“
坝户

” ,

可能并未占有全部的受益田亩
,

其中每户的占地规模也不尽相 同
。

因而
,

为了

使有关受益者的权利与义务相一致
,

就必须采取
“ 照户匀田

,

东田修坝
” 的原则

。

在这里
,

“
坝户

” 不是以个人的面 目出现
,

而是代表着既定的受水田亩
,

代表着有关水坝 的 既 定 股

权
。

这种合股经营的形式
,

同样适用于由若干宗族或若干村庄合办的水利事业
。

清乾隆四十

五年
,

福安县甘棠堡的 《 清河
、

栽竹公约 》 云
:

立合约一
、

二
、

兰图族众等
,

为裕国课
、

卫民居事
。

缘堡外有河
,

原积水以荫禾苗
,

今 河 填塞件

浅
,

并以河边私填
,

侵为己业
,

愈觉积水维艰
。

今公议
,

将河浚深积水
,

其河土覆在城边
,

通城四周遍

插杠竹
。
… … 然费用开销无着

,

兹通堡各族捐钱一千
,

计共二十千文
,

承管生积
,

以为浚河栽竹公用
。

务于今后水涸之 日
,

各家踊跃向前
,

揪深河道
。

… … 立合约各族各执一纸
,

永为有照者
。

( 余略 ) ①

此约由甘棠堡九姓公立
,

其中每姓持有的股分不同
,

如陈姓共六股
;
郑

、

张各三股 ; 王姓二

股 ;
林

、

刘
、

阵
、

倪
、

温
、

乌肠各一股②
。

在此情况下
,

各族对子有关水利事业的权益也是不均

等的
。

一般地说
,

在合资举办水利事业的乡族组织中
,

均有相应的分水规定
。

清康熙年间
,

仙游县的 《 山汤坝叙 》 云
: “ 分水无规

,

终难免偏枯之弊
。

于是涝则听其流通
,

早则分为五

截
。

每截值旱轮流
,

昼则自卯至申
,

夜则自酉至寅
,

不得先时后时
,

霸拦水利
。 ”

在有些乡

族组织中
,

常年都有固定的用水比例
,

而且与维修费用直接相关
。

明万厉三十六年
,

莆田县

吴景秀等所立 《 公约 》 云
:

太平破分上
、

下二圳
,

上圳得水七分
,

下圳得水三分
。

本破大小八港
,

草木障流
,

照亩分工
:
上圳

十三甲
,

分七港 ; 下圳七坝八甲
,

分一港
。

… …但本破中港深阔
,

恐木梁漂流
,

难以修筑
,

众议南山甲内

田
,

出银六钱
,

贴与林外
,

枫岭
、

下刘
、

前房
、

西庵岭前埔上五甲自修筑
。

其府县踏酸
,

照甲科贴 , 其

私圳修葺及大泄买闸板
,

俱在众科贴③
。

在乡族组织内部
,

有关水利事业的权利与义务直接结合
,

从而有效地调动了民问兴修水

利的积极性
,

较好地实现了水利资源的分配与利用
。

但也应当指出
,

此类乡族组织具有排他

性的特死
,

因而难免造成对于水利资源的垄断
,

从而势必引起各种水利纠纷
。

在此情况下
,

也就必须借助于封建政权的力量
,

调节各种乡族组织之间的矛盾
,

对水利事业实 行 宏 观 控

制
。

在明清福建沿海的农田水利事业中
,

有不少地方官吏留下了
“
德政

” ,

其作用往往正是

在于
“
力主公道

” ,

合理地分配水源
。

例如
,

清康熙年间
,

福安县甘棠堡一图
“
横流硬截

” ,

致使
一

F游二
、

三两图
“
岁苦于早者久矣

” ,

此后由知县议准
: “

将一图新筑泥埃摊毁
,

疏通

水道
,

遂就里塘桥口安设木闸
,

·

~
· ·

一图闭闸五 日
,

蓄水受荫 ; 二
、

三图开闸五 日
,

放水转

注
,

五日二轮
,

周而复始
。 ” 于是

, “ 一旦宿弊顿除
,

使平畴膏胰咸资灌溉
” ,

从而也就避

免了因争水而酿成巨案④ 。

然而
,

有的地方官吏往往昧于大局
,

未能采取正确的水利政策
,

以

合理地解决此类矛盾
,

有时也会造成对于农 田水利事业的巨大破坏
,

甚至引起流血事件
。

清

康熙二十四年四月间
,

仙游县大旱
、
文贤里的刘氏宗族为灌溉

“ 私开垦 田
” ,

争夺山得坝之

水
, “

始则盗窃
,

继则霸拦
,

终且横决而注之溪
。

乡成焦土
,

禾 无 粒 收
,

致 控县
、

府
、

①②民国 《 甘棠堡志 》 卷上
。

③原载 《 太平破簿 》 ,

引自 《 莆阳水利志 》 卷 3
。

④ 《 甘棠蛋

志 》 卷上
,

康熙 58 年 《 水利碑纪 》
、

《 宪批设闸勒石记 》 等
。



司
” ①

。

仙游知县在受理此案时
,

不是着眼于水利资源的合理利用
,

而是极力维护
“
坝户

”

的产权
,

并急于清查刘氏宗族的
“ 私垦隐田

” ,

拟以
“ 上匿国课

,

下 害 民 利
”
治 刘 氏 之

罪。
。

刘氏不服
,

反复上控
,

并恃强
“
霸据原坝

,

抗封官案
” , 众

“
坝户

”
前 往 修 坝

,

则
“

擒殴垂毙
,

叠往叠杀
” ③

。

此案儿经反复
,

始由知府复审判决
: “

就坝口分拾分之一
,

九分

灌林诸姓 ( 坝户 ) 之田千余亩
,

一分灌刘姓垦田四十亩
” ④

。

该知府认为
: `

创虽田少
,

亦

无听其枯搞之理
” ; 而且

, “ 此案所争在水
,

水道既明
,

本府亦不事旁究也
” ⑤

。

在这里
,

官府不得不对刘氏宗族作出让步
,

采取息事宁人的解决办法
。

延至次年三月间
,

在知府及布

政司的干预下
,

此案经由
“
公亲

” 调解而终讼
。

其所立 《 合约 》 云
:

立约本里刘云师等
,

为去年岁时亢早
,

因水互汗
,

已经控县
、

府
、

司
。

前蒙本府苏老爷电断在案
,

今听约正生员曾廷藩
、

陈学
、

杨应琳
,

保长胡学等公处
。
… …藩等念两造俱属亲戚

,

眼同开埂
,

埋石定

界
。

自应约之后
,

依凭石辨尺寸
,

各圳各修
,

各自灌溉
,

永为定规
。 ” ·

…恐反约负心
,

此于城陛老爷炉

前花押 , 如有反约负心
,

甘受神明谴责
。

今欲有凭
,

立约为照者
。

( 余略 ) ⑥

由此可见
,

单凭封建政权的力量
,

尚不足于对水利事业实行有效的宏观控制
,

因而还要

借助于族规乡约乃至于
“
城嗅老爷

” 的保证作用
。

正因为如此
,

在明清福建沿海的农田水利

事业中
,

封建政府的作用不断削弱
,

而乡族组织的势力却日益壮大了
。

①②③④⑥以上分别见于 《 山渴坝志 》 : 《 叙 》

《坝约规宜 》 ;

` 一
曰

一
、 . ` 碑` 、 、 一妙一 今臼 一户 - .

一声

《 本府正堂老爷苏立案钧语 》 等
。

《 本县正堂老爷宋 审 详 》 , 《 告布政司老爷状 》 ,

⑥ 《 山得坝志
·

公处合约 》
。

、 ,
,. 、 砂

, 、 .
产 、

_

沪 、
_
护 、

、
产 、

. ,

、
`
尹

, 、 户 、 ,

,’ 、 -
.’ 、 产

.

、 护 、 ~ .. 、 产
:*
碑 、

,

产、 产 、 产向` 尹 、
_
产 、 .

,. 、 :’
如二

产 、 -’
. 、 .. 、 ,. 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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色有极大的关系
,

唐代税收中货币成份的增长
,

决定了捧料钱支出的增加
; 而体料钱需求的

增加
,

反过来又直接影响了封建政府对税收的调整
。

比如唐前期公扉本钱的设置
、

户税之起

征皆与捧料钱支出有关
,

至于唐后期新辟的税 目青苗钱
,

更完全是为了解决体料钱的来源方

增设的
。

唐德宗时
,

为了解决钱重货轻的问题
,

陆蛰曾建议让百姓两税全部交纳实物
,

而官

伟也全部支以体绢
, “

但据群官月体之等
,

随百役资课之差
,

各依钱数多少
,

折 为 布 帛定

数
,

某官月给体绢若干匹
,

某役月给资布若干端
,

所给色 目精粗
,

有司明立条 例
,

便 为 恒

制
,

更不计钱
” ①

。

此建议虽未实行
,

我们却可以看出伟料钱的支出对税收的影 响 是 很 大

的
,

官库若支与绢帛
,

两税便可全部物纳而不用钱纳
。

当然实际上体料钱主要是支予体钱
。

总之
,

不论以何种赋税充体
,

从实质上说
,

伟料钱的财政来源都可以概括为一句话
: “

尔体

尔禄
,

民膏民脂
” ②

。

顺带提一下
,

关于唐前期外官给棒数问题 ( “
减京官一等给

” )
。

拙文援引吴震同志之

文
,

旨在说明从敦煌文书中也可看出开元十八年以后仍用充官傣
,

我在 《 论唐代官员体料钱

的变动 》 一文中
,

对此问题已有较详细的辨正申述
,

于此不赘
。

⑦ 《 陆宣公集 》 卷 22 《均节赋税恤百姓 》 第一条
。

⑧ 《 容斋续笔 》 卷 1 庸太宗孟爬 《 戒石铭 》
。


